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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与美国“机会丧失论”再探讨（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周 天 羽

［摘　要］“机会丧失论”是指学界关于１９４９年前后美国与中共曾有和解机会但最终失去的观点。最近
解密的档案明确显示，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接触并不“秘密”，而是多在斯大林
和毛泽东的周密安排下进行；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之后，美国仍试图放弃台湾来阻止中苏结盟，但中共
为了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权稳定，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事实上，当时中共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中
共无法与美国和解，美国根本没有所谓失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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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新中国建立前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有可能借经贸合作与中共和解①。但是随着中苏同盟建
立和朝鲜战争爆发，中美长期敌对，而５０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盛行更让所谓美国有与中共和解
机会的说法销声匿迹。不过，６０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美国反越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修正主义风潮和

７０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破冰等事件促使美国学界提出，早在４０年代末，美国与中共就存在和解或至少
不直接对立的机会②。这成为“机会丧失论”的开端。７０年代中后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美国外交有关档
案的陆续公布，进一步加强了此观点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学界普遍认为美国曾有过与中共和
解的机会④。

１９７８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有关档案和其他文献逐渐公开⑤。此后，中国学者开始就此议题进行讨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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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韩国教育部韩国学研究“重点大学”计划———“关于近现代中韩关系世界高水平研究教育体系的构建”（ＡＫＳ－２０２１－
ＯＬＵ－２２５０００５）。

以美国驻华使馆外交官为代表的部分美国人曾建议“与中共建立全面经贸合作关系”，但该方案被国务卿艾奇逊否决。艾奇
逊最终接受了国务院远东事务局的建议，在中国推行“铁托主义”［参见卿思美：《从盟友到敌人：现代性、身份认同和美中外
交政策的视角（１９４５—１９６０）》（Ｑｉｎｇ　Ｓｉｍｅｉ，Ｆｒｏｍ　Ａｌｌｉｅｓ　ｔｏ　Ｅｎｅｍｉｅｓ：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Ｕ.Ｓ.－Ｃｈｉｎａ　Ｄｉｐｌｏ－
ｍａｃｙ，１９４５—１９６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７～９９页］。
梅尔文·格托夫：《美国反对第三世界：反民族主义和干涉主义》（Ｍｅｌｖｉｎ　Ｇｕｒｔｏｖ，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Ａｎ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４２页；周锡瑞编：《在中国丧失机会：二战时
期谢伟思书信集》（Ｊｏｓｅｐｈ　Ｗ．Ｅｓｈｅｒｉｃｋ，ｅｄ．，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Ⅱ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Ｓ.Ｓｅｒｖｉｃｅ），纽约：
兰登书屋佳酿出版公司１９７４年版。

材料方面，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６年和１９７８年，美国分别公布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ＦＲＵＳ）的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Ⅸ，

１９４９；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Ⅵ，１９５０和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ｕｍｅⅧ，１９４９。特别是１９７８年公布的档案，包含司徒－黄华会面、“周恩来声明”

等多份中美秘密接触文件。

韩德：“毛泽东和与美国和解问题，１９４８—１９５０”（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Ｈｕｎｔ，“Ｍａｏ　Ｔｓｅ－ｔｕ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Ａｃｃｏｍｏｄ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４８—１９５０”），第２０７～２０９、２３０～２３３页；戈迪温：“中共对美政策：机会和遏制，１９４４—１９５０”（Ｓｔｅｖｅｎ　Ｍ．Ｇ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１９４４—１９５０”），第２７４～２７８页，

多萝西·博格、沃尔多·海因里希斯编：《未定之秋：中美关系（１９４７—１９５０）》（Ｄｏｒｏｔｈｙ　Ｂｏｒｇ　ａｎｄ　Ｗａｌｄｏ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ｓ，ｅｄｓ．，Ｕ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Ｙｅａｒ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４７—１９５０），《１９７８年七泉中心中美关系研讨会论文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

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先后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１９８１年）和《周恩来年谱》（１９８９年）等，９０年代《毛泽东外交文选》（１９９４
年）和《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１９９８年）等也陆续出版。



论。部分学者以中共革命为中心，认为中共只能对苏“一边倒”①。还有部分学者以美国为中心，有的
认为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尚未确定，还有的认为美国对中共全方位敌视，因此中美毫无和解可能②。不
过，这些学者大都采取中国中心观或美国中心观，前者对中美苏关系的判断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后
者则简单将中美和解的最终决定权归于美国。

中国档案的公开和美国学者对当事人的采访，也推动了美国学界转而认为并不存在中美和解的
机会。１９９７年，五位学者在《外交史》（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上集中讨论该议题，并主要根据中苏意识
形态的相似性，认为中美不存在和解机会③。之后，此观点成为中美学术界的定论④。

但目前，学界对“中美不存在和解机会”的结论缺少充分论证。具体而言，有些研究难以摆脱意识
形态限制，存在过分的中国或美国中心观，而且这些研究的主要史料基础是对周恩来助手等当事人的
采访，而非１９４９年中共最高层的意见，因此史料价值有待商榷。而对关键史料的梳理，尤其是对毛泽
东、斯大林在中美接触中往来电文等档案的分析，至今仍不够充分，值得进一步讨论。

有鉴于此，本文主要依据全新的苏联档案并重新梳理中美档案，希望还原新中国建立前后中美苏
三角关系。一方面，分析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中美接触中的商议过程，来理解苏联对中共决策的实际影
响；另一方面，梳理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的中苏分歧，展现中苏既密切又暗含嫌隙的复杂关系。本文认为，
考虑到国内外政治环境，对苏“一边倒”是中共的唯一选择。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也决定，美国同
样不可能与中共和解。

二　“一边倒”之前：中共与美国的“秘密”接触和苏联的幕后筹谋

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一度占据优势并获美国长期支持。但从１９４７年下半年起，内战形势开
始倒向中共，美国因而相应调整其对华政策，考虑将对华的主要交涉对象由国民党转向共产党。１９４８
年７—８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ＮＳＣ）和参谋长联席会议（Ｊｏｉ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ｏｆ　Ｓｔａｆｆ，ＪＣＳ）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府必然破产，并认为继续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仅能暂时推迟
中共掌握全中国的时间⑤。１０月，美国政府明确未来对华政策的三原则：“一、继续承认现有国民政
府；二、国民政府失败后，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承认（中共）；三、尽可能防止中国成为苏联政治－军事力
量的附庸。”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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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８３～２８８页；杨奎松：《华德
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定》，《历史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第１１６页。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５８页；时殷弘：《敌对与冲突的由
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０～１１页。

孔华润：“引言：在中国曾有‘失去的机会’吗？”（Ｗａｒｒｅｎ　Ｉ．Ｃｏｈｅ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陈
兼：“美国在中国‘丧失机会’的神话：借助新材料的中国视角”（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Ｌｏｓｔ　Ｃｈａｎｃｅ’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高龙江：“没有机会：革命和意识形态”（Ｊｏｈｎ　Ｗ．Ｇａｒｖｅｒ，“Ｌｉｔｔｌｅ　Ｃｈａｎｃ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盛摹真：“国际主义的胜利：１９４９年前的中共－苏联关系”（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ｈｅｎｇ，“Ｔｈｅ　Ｔｒｉｕｍｐ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ＣＣＰ－Ｍｏｓｃｏ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４９”）、文安立：“代价、机会和神话：美国和中苏同盟的建立，１９４５—１９５０”
（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Ｌｏｓｓｅｓ，Ｃｈ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Ｍｙｔｈ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１９４５—

１９５０”），《外交史》（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第２１卷第１期（１９９７年１月），第７１～７５、７７～８６、８７～９４、９５～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５页。
迪特·海茵茨希：《苏联和共产主义中国，１９４５—１９５０：走向同盟的艰难之路》（Ｄｉｅｔｅｒ　Ｈｅｉｎｚｉｇ，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 －
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５—１９５０：Ｔｈｅ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纽约：Ｍ．Ｅ．夏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５４～２５５页；王立新：
《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徐友珍：《分歧与协议：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７～８９页。
“美国对中国严峻形势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８年７月２６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２２号文件》（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ＮＳＣ　２２），ｈｔｔｐ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ｃｏｍ／ｈｉｓｔｖａｕｌｔ？ｑ＝００２９４４－００１－０６７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ｄ＝１３１５１，［发布日期不详］／

２０１８－１０－０１；“美国对中国严峻形势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８年８月６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２２／１号文件》，ｈｔｔｐｓ：／／ｃｏｎ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ｃｏｍ／ｈｉｓｔｖａｕｌｔ？ｑ＝００２９４４－００１－０６８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ｄ＝１３１５１，［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美国对华政策”（“Ｕ．Ｓ．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３日），《美国数字国家安全档案：国家安全委员会３４号文件》，

ｈｔｔｐｓ：／／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ｑｕｅｓｔ．ｃｏｍ／ｈｉｓｔｖａｕｌｔ？ｑ＝００２９４８－００１－００１４＆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ｄ＝１３１５１，［发布日期不详］／２０１８－１０－０１。



到１９４９年１月，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中共解放北平、天津等主要城市，内战走向愈发明确。２
月４日，美国认为对华援助是军事和政治上的浪费，因此决定暂停提供对华军事援助计划中的剩余船
只①。２月底，考虑到１９４９年初中苏在国共和谈与中共渡江问题上曾发生严重分歧②，美国曾短暂考
虑是否承认中共，但政府主流观点仍是借助政治、经济上的“楔子战略”，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的任何
“裂缝”，使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③。

４月２３日，中共成功渡江并解放南京。美国国务院很快决定了承认中共的三大前提：“一、中共
能够控制所有领土、正常行使国家职权并维持社会秩序；二、能够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三、获得人民
的承认。”④其中，美国最重视中共能否继承国民政府签订的旧约。

到５月，美国为了试探中共对美政策，派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南京外交代表黄华接触。１３
日双方首次会谈后，司徒雷登在发回国务院的电报中称，黄华展现出“对于中美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实
现外交承认的极大兴趣”，同时声称“中国需要和外国之间的商业和其他关系”⑤。尽管美方可能误解
黄华的表达，但至少中共给美国留下的印象是不排斥与美国交往。

６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柯乐博（Ｅｄｍｕｎｄ　Ｃｌｕｂｂ）又得到一个情报，后来被称为“周恩来声明”
（Ｃｈｏｕ　Ｅｎ－ｌａｉ　Ｄéｍａｒｃｈｅ）。声明中，“周恩来”强调，“中国需要的经济援助苏联无法提供，只有美英可
以……因此希望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时，“周恩来”指出，“中共领导层有两个敌对集团，
即以刘少奇为首的亲苏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亲美集团”⑥。尽管周恩来助手们此后对该声明一致
否认⑦，但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却几乎一致相信这是周和刘“内斗”的结果⑧。他们的态度，很可能
与同时进行的司徒和黄华会谈有关。６月８日，黄华与司徒助手傅泾波见面时也强调，“苏联无法给
予足够帮助，此时中共尤其需要美国的帮助”。同时，中共“希望尽快（同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
系”⑨。可以说，几乎一致的内容促使美国认定，中共急需美国的承认和帮助。

但是，毛泽东和中共的真实态度是什么呢？早在１９４９年４月，周恩来就提出派黄华前往南京外
事处工作并以燕京大学校友的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接触，“特别注意了解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态
度”10。可见，中共当时也希望同美国接触。首次会谈前，毛泽东更是亲自指导黄华谈判细节并特意
指出，“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11。尽管中
共此时保持观望和友善，但并不能说明中共有意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事实上，中共１９４９年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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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方针都是暂缓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４９年１月，中共中央指示“不必忙于去解决（外交问题）”，并坚持“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
消”①。３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
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②可见，当时中共的外交
原则始终是暂缓解决承认问题和坚持废除不平等旧约。考虑到美国承认中共的前提是“中共继承旧
约”，其实双方并没有谈判余地。那么，为何中共与美国还进行了接触？毛泽东指出，中共目标是“侦
察美国政府的意向”③。有学者据此认为这是中美双方的战略试探，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借“承认问题”
故意迷惑美国以防止其介入中国内战④。

尽管中方实际目的有待核心档案进一步公开后确认，但根据苏联档案来看，苏联其实在中美
接触过程中全程参与。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３日，毛泽东曾通报斯大林，“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
行）想给我们提供１—３亿美元的贷款”，并表示中共有意与资本主义国家保持经济联系，但“这还
不是最后的决定”⑤。随后，斯大林建议中国“在一定条件下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
国，建立正式的关系……（也）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⑥。尽管中苏更
多是互相试探，但这也说明，中共在决策前就会与斯大林沟通中美接触细节并寻求其关于中共对
美政策的建议。

此外，中苏也对司徒－黄华会谈细节保持不同层级的交流。外交官层面上，黄华在与美方会谈
后，很可能向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留守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列多夫斯基告知会谈的大概情
况⑦。而斯大林、毛泽东的往来密电也显示，中共中央会将许多中美接触细节迅速发往莫斯科。比如

５月２３日，毛泽东通过斯大林特使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具体汇报了中美会谈涉及的美国撤军和中国建
立联合政府等问题⑧。可见，美国自以为“秘密”的接触并不秘密，斯大林一直掌握会谈内容，因此美
国无法推动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但是中苏并非毫无嫌隙。１９４８年起，中共－苏联关系由于南斯拉夫问题出现很大不稳定性———

苏联怀疑毛泽东有“铁托主义”倾向，而中共则不断争取斯大林的信任。１９４８年６月苏联把南斯拉夫
赶出共产党情报局后，１１月１日，刘少奇专门撰文批判铁托并称中共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支持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⑨。１９４９年初米高扬访问期间，毛泽东也表态支持对铁托的处理10。但直到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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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１５日，苏联仍担心美国“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①。可见，就算中共宣布“一边倒”，苏
联也未能消弭对中共的猜忌。因此，中共把与美国接触的内容详细通报苏联，也可能是为了争取苏联
的信任。此外，既往研究已经证明，１９４９年１月斯大林曾希望调停国共并促成联合政府，这一度造成
了中共与苏共关系紧张②。为缓和关系，米高扬于１月底秘密访问西柏坡并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
此后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与苏联结盟的倾向③。而在刘少奇一行６月底抵达莫斯科
后，３０日毛泽东立即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对苏“一边倒”④。

可见，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之前，中美的“秘密”接触和中共的“善意”，基本都有中共征询苏
联意见的过程，这足以证明毛泽东不是“亚洲的铁托”，美国也没有所谓“机会”。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之后，中苏关系进入了全新阶段。

三　“一边倒”之后：中苏同盟的建立与美国阻止中苏结盟企图的失败

以往认为，１９４９年６月底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后，美国与中共和解机会彻底消失⑤。但８月

１５日艾奇逊对《白皮书》的解释，证明美国仍保留一定的政策弹性，即美国不打算立刻承认中共，但也
力图使中共不沦为苏联“附庸”，即中苏不能结盟⑥。为了阻止中苏结盟，美国甚至不惜失去台湾。

１９４９年初，美国高层短暂认为，保护台湾除了经济和外交途径，也需要军事手段⑦。但新中国成
立后，美国放弃了这个的想法。１０月６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台湾对美国军事价值不高，但可能
会影响到美国对其他离岸地区的控制，比如菲律宾、琉球和日本”。因此，尽管美国“应当尽力避免中
共控制台湾”，但“不会为了保护台湾动用武力”⑧。１１月初，杜鲁门批准并转达蒋介石⑨。１２月初，美
国国务院认为，台湾未来或被中共占领，或被移交中共。对这种“令人不快的结果”，美国只能接受。
同时，美国驻菲律宾、泰国和新西兰等地外交官再次向驻地政府转达８月《白皮书》的观点———失去台
湾是国民政府的责任，不是美国的失败10。可见，１９４９年年底美国对台新方针基本定型。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并与斯大林开始同盟谈判。很快，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
逊分别发布官方声明，向美国公众，更是向中共明确美国对台湾地位的界定，希望借此阻止中苏结盟。

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公开声称会遵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将台湾归还中国。他还指出，
美国在台没有领土、特权或军事基地需求，也不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或参与中国内战。当日下午，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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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逊向媒体进一步解释上述声明①。
但是，中共没有对美国的争取信号做出其所希望的回应。相反，可能出于对美国表态能否兑现的

不信任和促成中苏结盟的需要，１月６日，北京军管会发布《收回外国兵营地产》文告，命令美、法、荷
领馆限１４日交出兵营地产②。这涉及维护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对此，美国表示反对，一
方面警告将关闭在华所有公署并撤回外交官，另一方面派驻北平领事柯乐博于７－１３日间多次向周
恩来、聂荣臻递交有关北京军管会此举后果的书信。尽管这些信函看起来“曾被打开和阅读”，但始终
“没有获得（中共的）回复或复函”③。可以说，中共了解征用外国兵营的结果，但依然坚持如此。至于
原因，很可能是在此期间，斯大林终于松口，同意周恩来前往苏联讨论重新签订中苏条约事宜。为了
促成谈判，中共只能对美国激进回应。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为阻止中苏结盟做出最后尝试。１月１２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
发表演说，先列举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证据，再重申美国在台没有军事和战略需求，最终强调台湾不
在美国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御圈”（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Ｐｅｒｉｍｅｔｅｒ）中，即明确美国不会军事介入台湾④。但
是，这也是徒劳的。１３日晚，毛泽东在同一封电报中同意了北京军管会征用外国兵营地产和华东局
早在１月３日提出的、由上海军管会直接征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的两个计划⑤。毛、刘曾分
别解释中共这种回应的原因。１３日，毛表示，此举可以“赢得时间，对国内秩序进行应有的整顿……
（这）将会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情绪高涨，将有利于继续孤立中国有亲美情绪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⑥。

１６日，刘少奇也指出是为了“再把美国刺激一下”⑦。相反，如果中共轻易相信美国的所谓承诺，那么
不仅国内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亲美情绪更盛，而且中共很有可能失去自身革命成果的独立性。此外，中
共此举更是为了安抚苏联：就算美国表示放弃台湾，中共还是优先与苏联签订新约和结盟。

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周恩来抵苏并在车站发表公开演说⑧。次日，苏联《真理报》头版头条报道⑨。
美国舆论认为中苏谈判进入关键阶段，“苏联即将获得亚洲的全面胜利”10。１月底，中苏达成协约草
案。３１日，杜鲁门要求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考虑美国的战争与和平目标”11。２月１４日，《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美国“楔子战略”完全破产。有学者认为，中苏结盟直接导致了冷战标志性
文件ＮＳＣ　６８的出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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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国，中苏谈判期间苏联对华政策也发生了变化。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第一
次会谈时，斯大林希望实际保留中苏旧约①。不过，可能考虑到中共重订新约的强烈要求与国外报纸
上“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等传闻，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苏联首次同意谈判新约②。在随后草案中，苏联要
求在签订对日和约后再讨论旅顺撤军和大连问题，同时坚持保留中长铁路的苏方管理权优势。但２６
日中方修正案态度突变，要求苏联在签订对日条约之后立刻无偿归还中长铁路③。吊诡的是，２８日苏
方让步并几乎完全采纳中方草案，尤其是对中长铁路的处理④。不过，之后苏方要求签订“补充协
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给予外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第三国资本或公
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社会与团体的活动”⑤。
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表示，这是斯大林“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⑥。苏联的“补充协定”很可能
是对中方要求收回中长铁路的反制，体现了斯大林对中共的强烈不满。

此时苏联对中共既退让又不满的态度，可能与中共外交形势利好和苏联担心美国承认中共等因
素有关。１９５０年１月，英国、印度、缅甸等国接连承认中共。有利的国际环境，既促使中方有底气提
出更多要求，也让苏联为拉拢中共做出更大让步。毛泽东后来也指出：“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
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⑦此外，１月１７日苏联的情报也提到，美国正借英国承认中共，试
探自己能否承认⑧。上述因素均有可能导致苏联在谈判中不得已退让。

但苏联显然不甘于单方面让步，因此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１９４９年１１
月１５日，周恩来首次以新中国外交部长身份向联合国要求取消国民政府的联合国代表权⑨。随后，
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和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多次声援10。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和艾奇逊的公
开发言后，６日维辛斯基立刻与毛泽东会面，希望中国发声明否认国民党代表的合法性，并称苏联将
拒绝出席安理会以示支持11。８日，周恩来发表声明12。１０日，马立克公开声称，如果安理会不驱逐国
民党代表，苏联将不参加安理会13。此后，马立克两次提前离席以示强硬态度。虽然中国以往研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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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认为苏联是为了帮助中共①，但当时国际外交界人士却持不同观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赖伊（Ｔｒｙ－
ｇｙｅ　Ｌｉｅ）认为，苏联在阻碍中共进入联合国②。时任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多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ａｄｏｇａｎ）
也持类似观点。作为曾在国联长期任职的外交官，卡多根认为，苏联此举是为了促使中共被国际社会
孤立以便控制③。此外，赖伊也曾在会见斯大林、莫洛托夫时观察，发现他们仅将中国视为次要问
题④。那么，苏联为了不那么重要的中国退出联合国，本身值得怀疑。

此外，美国当时也并非完全反对中共获得联合国代表权。虽然１月１３日投票时，美国反对苏联
提出的“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的全权证书并将其驱逐出联合国”提案，但根据美国驻联合国
代表格罗斯（Ｅｒｎｅｓｔ　Ｇｒｏｓｓ）与蒋廷黻、赖伊的交谈记录，可以发现美国态度并不坚定。据蒋廷黻报
告，格罗斯曾表示，“如有七票赞成中共加入，美将不愿提否决票”⑤。同样的态度也体现于格罗斯与
赖伊的交流中。对于美国的实际态度，苏联很可能知情，因此担心中共政权一旦加入安理会，即会获
得美国承认。随后数周内，苏联决绝地从超过２１个联合国组织中退出以向联合国施压⑥。最终，中
共政府未能回到联合国。

概言之，从新中国成立到中苏同盟正式建立前，美苏对中共的政策都有很大变化。美国公开表态
放弃台湾，希望阻止中苏结盟，但最终失败；苏联则在有条件退让、结盟并签订新约之余，又借“补充协
定”、退出安理会等手段反制中共。但对当时的中共而言，与苏联结盟才是第一要务。

四　余论：苏联是中共唯一的选择———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的外交逻辑

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对外方针虽然受意识形态影响，但作为新生政权，中共更需要优先考虑现
实国家利益。

考虑到中共与苏联对承认新中国问题有约在先，所以与苏联修约和结盟，才是中共建政后首要的
外交目标，如此才能保证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⑦。当时，包括蒙古、北朝鲜和北越在内的中
国邻国大多属于苏联阵营。如果此时中共与美国和解，那新生政权将处于极危险的周边环境中。同
样，当时美国考虑到亚洲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和南越等）的感受，短期内也无法承认中
共。可以说，当时中美均不具备和解条件。

废除中苏不平等旧约并与苏联结盟，同样对中共稳定国内政权意义重大。毛泽东访苏前，中共的
政治基础并不稳固⑧。毛泽东也曾向斯大林提到，中国社会舆论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签订的，“国
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⑨。如果这种没有意义的条约，毛泽东访苏都未能废除，那么毛
泽东和中共的声誉势必受到极大损害。相反，如果成功废除旧约，中共在国内的政权也会更加稳固。
正如苏共中央情报部后来的观察，“条约公布后，谣言不攻自破”10。

此外，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并不打算立刻获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而是希望将中苏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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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中央情报部报告：中国民众对中苏条约的反应》（１９５０年３月２０日），沈志华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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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作为“政治资本”，方便未来向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废约，最终实现平等外交。毛泽东曾指出：“（与
苏联签订同盟条约）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
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①新中国外交三原则也
强调“另起炉灶”，即先废除不平等旧约，再建立平等的全新外交关系。为此，毛泽东甚至提出新中国
外交需要经历“非独立自主”的阶段———即“（中共）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指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实际
的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的手续”②。可见，中共当时的外交逻辑并非由意识形态主导，更多
还是从现实出发，认为独立平等的外交关系需要逐步实现。

不过，除了现实主义色彩之外，意识形态对中共外交方针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在“反帝”语境
下，中共突然与“美帝国主义”交好并不现实。相反，毛泽东多次称斯大林是中共的“大老板”“中国人
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③。对比中共对美苏的不同政治宣传语境，当时中共也难以同美国缓和。

总之，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公开宣布“一边倒”前，尽管中美曾有过接触，但实际上斯大林始
终了解接触内容甚至背后提供指导；而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后，对于美国宣称放弃台湾的表态，中共
依然决定先与苏联重订新约并结盟。因为中共对苏“一边倒”，更多是出于现实利益，特别是国内外政
权稳定和未来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需要，并非只是出于与苏联意识形态的一致。只有到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苏联成为中国头号敌人，中美才有了交好可能。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　０３　２５
作者周天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韩半岛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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